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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探讨为何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现代史研究绕不开的议题。尽管众多学者给出了诸多原因，

但却总有模糊笼统、不够透彻之感。究其缘由主要在于未能结合“一边倒”政策之时空背景。此外，对于“先重后

轻”与“先轻后重”两种战略和重工业发展的民用军用方向的比较研究也略显不足。为此，本文将从“一边倒”历程

的阶段性探究出发，来解读该战略的阶段性内涵，并在比较研究中评析相关理由，力图从历史逻辑上展现优先发展

重工业的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并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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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大的经济战略，围绕此主题诸多学者展开了多层面多
角度研究：如探讨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问题（朱佳木，２００４）、中国工业化路径
及其“轻、重”之辨（武力，２００５、２００６）、重工业优先发展与城市化（陈斌开，２０１０）与工业城市发展
（周明长，２００４）、与技术进步（林柏，２００７）、与农民迁徙权变迁（李厚刚，２０１５）的关系等；以及对重
工业战略内容与抉择展开的解析（叶扬兵，２００２；张占斌，２００７；刘海飞，２０１７）及其形成背景与原因
的探析等（储成仿，２００５），可谓精彩纷呈。然而，不管从何角度探讨，都必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何要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此，相关理由可大致归为：一是主观因素：为加快工业化速度、为改变重工业
落后面貌、为改变与大国地位不相称状况及加强国防安全等；二是苏联因素：苏联模式示范效应、
苏联援助、苏联道路及其意识形态影响等；三是朝鲜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封锁禁运；四是国内因
素：保证重工业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实现生产资料进口替代等；五是重工业诸多裨益驱使：供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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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原料与设备，促进产业升级、加强国防力量等；六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使然。其他还有轻工
业设备利用率低、开工不足，故重工业要优先发展等。

以上虽未囊括所有，却也基本涵盖了最主要因素，多数学者都以其中若干为由。然而，这些原
因虽不无道理，但要回答为何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却有不够透彻之感。究其缘由：其一，在于结合
“一边倒”之时空背景探究不足，研究视角广度不够，仅将其看成单纯的经济战略；其二，未展现该
战略形成之历程，明晰战略构想、落实与实施的三阶段，毕竟任何战略形成都非一蹴而就；其三，正
因战略阶段分析不足，大而化之，常使原因、条件与结果三者模糊笼统，易混淆“因缘之别”，甚至
“倒果为因”；其四，比较研究不足，即与“先轻后重”战略对比后，再言应“先重后轻”则更具说服力；
其五，未区分重工业发展的民用军用两大方向及其为农轻业和为军工业提供设备与装备导致的不
同功效。其中，结合“一边倒”政策来探究至为关键：因为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该战略的
原因与本质；只有通过解析“一边倒”历程，才能明晰该战略三阶段划分的时间点与意涵；只有从
“一边倒”视角，才能明了“先重后轻”为何是必然性安排以及重工业发展方向的抉择等一系列问
题。为此，本文将从“一边倒”历程的阶段性探究出发，来解读该战略的三阶段内涵，并通过比较研
究评析相关理由，力图历史逻辑地展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

二、“一边倒”政策的决定性意义

与重工业研究类似，“一边倒”之文献也是汗牛充栋，观点众多且对立交锋：如“一边倒”成因存
在“被动”与“主动”之辨；是“唯一选择”或“一种选择”之论；抉择因素有“国家利益主导”与“意识形
态主导”之分；具“正面作用”或“负面作用”以及是否“独立自主”之争等。此则聚焦于“外交含义”
与“内政含义”之分歧（胡礼忠，２００５），认为将“一边倒”称为外交政策并不全面，无法显现其对中国
发展道路选择的决定性意义。就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要回答的是比外
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发展道路（牛军，１９９５），实际就是表明要把中国社会发
展道路锁定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上面（孔寒冰，２００１）。故“一边倒”作为一个决定国家发展道路和
模式的政策，当然绝非仅仅在外交层面；而在一国还未建立之前就率先确立并努力践行的政策，必
是立国之策。正如章百家所言，“一边倒”是“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①，而之所以
具有总揽全局的决定性意义，从其所占高度、覆盖广度及最终落实的艰辛程度，就可见一斑。为总
体把握“一边倒”的逻辑脉络，在此将其历程分为酝酿沟通、会面磋商、缔结同盟与任务落实四个阶
段来解析。

（一）酝酿沟通阶段
所谓酝酿沟通阶段，是指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中苏领导互访前的四年时间，包含表态、沟通、明朗

化几个过程。酝酿“一边倒”，毛泽东早在１９４５年甚至更早②就开始了，其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
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所需四个条件之一，就“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
是苏联的援助”坦露了亲苏心声；继而在１９４６下半年到１９４７年初构造“中间地带”理论，将世界分
为美苏与“中间地带”三部分，指出美国“反苏”是“烟幕”，真意在“中间地带”，突出中国价值及其在
美苏之间的缓冲作用，强调建立反美国际国内统一战线，亮明亲苏反美立场，“一边倒”倾向显露端
倪。接着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４９年初，中苏进入往来函电沟通和试探过程，此间发生两件大事让中共
“一边倒”态度明朗化：一是１９４７年９月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宣称世界已形成以苏联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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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沈志华，２００９）。尽管未言及中国，毛泽东却在１２
月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高度评价情报局的成立，主动响应并站队苏联阵营，声明完全接
受“两大阵营”理论，凸显出“一边倒”态势。二是南斯拉夫事件。１９４８年６月情报局通过谴责南共
决议，指责南共变成富农党，背离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而在不清楚苏南冲突本质和实
际情形下（刘建平，１９９９），７月１０日中共主动发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完全同意情报局，批判铁
托集团，“一边倒”立场明朗化。不过，尽管中方一再积极主动表明亲苏立场，似都未取得斯大林信
任，故毛泽东１９４７年初就提出访苏，此后又于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１　４日多次提出①，均
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回绝。直至１９４９年初，才终于取得斯大林初步信任，委派米高扬访华，结束
了酝酿沟通期，“一边倒”进入会面磋商阶段。

（二）会面磋商阶段
所谓会面磋商，是指两党高层互访，当面沟通、试探与摸底，分为米高扬秘访与刘少奇回访两

过程。此阶段重大成果是双方口头达成一致意见，为毛泽东赢得了公开声明“一边倒”的机会，也
为双方最高领袖直接面谈创造了条件。

１９４９年１月底，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密往西柏坡，这次为期７天来去匆匆的摸底探访，就如一
次神秘面试，化名密访、只听不答，主要在思想立场、发展道路等形而上层面进行沟通，听取中共历
史、现状及其政经、军事、外交等的方针和政策。通过会面，中共向米高扬展现了倒向苏联阵营，不
走中间道路的坚定立场；痛斥铁托叛徒，绝不与之为伍的鲜明态度；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经
验，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而在现实层面，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
就是要求莫斯科给予援助。与此同时，在米高扬为数不多的表态中，却主动谈起了应建立以中共
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沈志华，２００９），实际给出了苏方接受“一边倒”的具体要求。米高扬这
次密访虽匆忙，但在原则性问题上显然双方达成了一致，而一些具体细节，当然绝非声称只“带着
耳朵来的”②，不置可否的米高扬所能解决的。中方回访进一步沟通，探析斯大林真实意图，就势所
必然了。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刘少奇一行人秘达莫斯科，与米高扬行色匆匆相比，这次回访直到８月１４
日才结束。可见，这不仅要明确原则问题，更要在细节上达成一致。据中央政治局讨论，此行有三
个任务③，除介绍中国革命状况与经验外，则是两个重大问题的明晰化：一是苏援问题；二是中国革
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实质就是中共领导东亚革命的问题。二者乃中苏各自向对方提出的具体要
求。刘少奇此行虽耗时较长，但最重要的问题却在第一周的三个时点就基本完成：一是６月２７日
晚，刘少奇向斯大林全面汇报中国革命状况、新中国筹建计划及国体、政体等内外大政方针。出人
意料的是，仅此首次会谈，斯大林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表示准备在国家机
构、工业和中国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④。二是斯大林的积极回应给了毛泽东一颗定
心丸。为彻底亮明倒苏立场，消除斯大林疑虑，趁热打铁，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发表《论人民民
主专政 》，公开宣布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三是７月４日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代
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强调：“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
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⑤对于报告，“斯大林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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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批了１５个‘对’，并且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世芳、汪文庆，２０１０）。至此，“一边倒”政策就
可谓双方达成口头一致，实际上也成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策。

（三）缔结同盟阶段
米高扬与刘少奇的互访，为双方最高领袖面谈铺平了道路。毛泽东访苏成行，意味着“一边

倒”进至缔结同盟阶段。若说１９４９年７月４日报告后，中苏关系类似订婚阶段；那么缔结同盟就如
领结婚证，双方关系在法律层面得以确立。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毛泽东乘火车离京，直至次年２月双方签约三天后才回国，最高领袖会面
耗时两个多月，足以表明签约过程极不顺利。这通过几个时点双方言行，即可窥其缘由：一是１９４９
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晚就同斯大林面谈，与刘少奇首次会谈就几乎答应所有要求形
成极大反差，斯大林明确否定了重订新约的可能性①（此前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二是一周后１２月２４日再次会谈，尽管会前毛泽东请人告之，对签新约最感兴趣，但斯大林
只字不提，却大谈越南、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兄弟党之事。而恰在当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发出电
报，决定抗法援越②。显然这是中方积极回应斯大林，迅速行动承担起领导东亚革命的大任。三是
尽管中方以实际行动表明诚意，但斯大林此后却未再约见毛泽东，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牢骚：“我在
这儿有三个任务：吃饭、睡觉、拉屎。”就在毛泽东的不满沸沸扬扬惊动了西方之后③，又一周后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征求签约意见。至此，重订条约才提
上日程，距毛泽东到苏已过半月。四是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２日周恩来抵苏后三天，双方展开原则性会
谈，才算正式开启了签约谈判。同样也恰在当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１４０００名朝鲜籍士兵携带武
器回国，而此前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战争实现朝鲜统一④。显然，毛泽东此刻改变心意，
与抗法援越一样，都是以实际行动主动响应斯大林，展现诚意以促签约。最后，经过两个月拉锯
战，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双方才正式签约。至此，“一边倒”就获得了公开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确认，
接续就是双方以实际行动落实同盟的义务与责任。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态度前后差异甚大，但
态度是筹码，也是谈判利器。故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外，还附加了三个协定，其中一项就
是在斯大林迫使下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内容大致是将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势力范围，虽然毛
泽东最初不同意，但在斯大林坚持下只好让步（刘存宽，２０００）。

由上，条约未签之时，要求援越助朝；条约签订之际，又附秘密协定，可见签约一事之不易；再
加上多年的酝酿沟通与会面磋商，足以明证“一边倒”之艰辛。因为“一边倒”并非中方一厢情愿想
“倒”就能“倒”，须得到精打细算又工于心计的斯大林认可与接受，方能确立。是故“一边倒”绝非
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可相提并论，实是新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模式、发展道路等全
方位的“一边倒”。其后在苏援“１５６项工程”推动下，克隆了斯大林体制，构建了苏联模式的中国，
此对古老的传统中国，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巨变，说其为全方位影响深远的立国之策，实不为过。

三、“先重后轻”与“先轻后重”战略之辨析

缔结同盟后，中国就正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走过三个阶段的“一边倒”也进入各自履约
的任务落实阶段，即双方落实两大任务：一是中方落实领导东亚革命任务；二是苏方落实援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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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此须一提的是，“一边倒”前三阶段虽跌宕起伏，但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言，却始终处于构
想阶段。因为该战略之落实必以苏援为前提条件，这要视双方谈判状况而定。签约之前，自是悬
而未决；签约之后，苏方履约施援，才意味着构想阶段的结束和落实阶段的开启。启动标志就是签
约后，毛泽东带回的首批５０项苏援，轻重之比１:４９。虽然重工业战略已启动且“重轻”态势如此
明显，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却有“先轻后重”之声不绝于耳，此后又有因朝鲜战争而不得不优先发展
重工业之说。然而，苏援和中方领导东亚革命，是双方结盟后各自的既定任务，如此，怎会存在“先
轻后重”的选择空间？朝鲜战争一旦爆发，中方必须履约参战，如此，抗美援朝又怎会成为“先重后
轻”的原因？

（一）两种经济战略之说
一个战乱连年的国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首要必是恢复而非发展，这是常识。三年恢复期

后，经济发展方向如何定，工业化道路如何走，就存在选择性。从历史经验看有三种借鉴：率先发
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英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农轻重并行发展的德日模式。在工业
革命爆发两百年后，对一个落后、急欲工业化的中国而言，只需引进机器、技术发展重工业，实现用
机器生产机器，即可直入工业化，英美模式不是选项。如此，就似有两个选项，但其实不然。因为
历经艰辛甚至忍辱负重而终于确立的“一边倒”，早已锁定苏联模式，否则斯大林怎会接受“一边
倒”？然而，当时党内却的确存在两种声音，给人感觉似有两种战略选择空间，此由中央高层之言论
即可见。

从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观点看：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周恩来讲到“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
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
础①”。１９５１年３月提出“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②。显然，周恩来观点是
以农为基，先农多轻后重。１９５０年６月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谈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投资不
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专门去搞工业”。提出了工业化瓶
颈———资金来源问题，论证了以农为首的必要性。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刘少奇就更清晰地描绘了工业化
演进轨迹：“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
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
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的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
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上要遵循这样的道路前进。”③此外，当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薄一波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也都曾提出过要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积
累资金的想法（储成仿，２００５）。由此，可将此演进轨迹归纳为：经济恢复———发展农业、轻工
业———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机器化。

然而，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工业化则完全是另一态度。早在１９４５年七大在《论联合政府》中就
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之后……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
业国变为工业国。”“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
东始终都强调“先重后轻”，并将重工业与国防紧密相联。１９４９年３月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工
业化道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国防、军工业，限制私人资本，国家垄断向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资
本贸易权，意味着政府是推进工业化的唯一力量，否定德日模式，认为德日模式会走上军事帝国主
义道路，苏联模式的前途是社会主义。１９５１年２月开始酝酿“一五”计划，而对计划的核心，毛泽东
有个言简意赅的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④可谓一“挤”道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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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惜代价尽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乃毛泽东心愿。１２月又描绘了心中的工业化道路：“从
一九五三年起……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
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
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①由此，毛泽
东的工业化道路演进轨迹可归纳为：经济恢复———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农业、轻工业机器
化。与上相比，少了一个重工业之前农轻业发展环节，但这个缺失与否，却决定了二者存在根本性
冲突，甚至会颠覆“一边倒”。

（二）两种经济战略分歧的实质
表象看，两种战略的分歧是重工业优先与否的次序问题，实质却是现实可行性、经济效益、政

治效应乃至发展道路、前途等根本性的差异问题。
首先，从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基础的现实层面看：“先轻后重”战略契合实际。１９４９年全国现代

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０％左右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后大工业形成国有经济，当时国
营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８０．７％③，１９５２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总值中轻工业仅
占工业的７．８５％，意味着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了重工业，私有经济集中了占比９０％的农轻业。如此，
发展农轻业就与彼时所有制结构下的经济基础天然契合，顺理成章；二从经济效应看：发展农轻业
必将繁荣市场扩大交易规模，丰富吃穿住行日常用品，可快速改善长年战乱后的民众生活，同时又
可积累大量资金，赚取外汇投资于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工业，公私经济相得益彰；三从社会效应
看：发展农轻业可扩大就业，推进城市化，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合乎理性且民心所向，“仁心仁政”，
执政者可谓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四从技术层面看：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技术封锁大都在军事方
面，民用领域不会遭受大限制，这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下资本家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苏联就是大量引
进西方技术开始的工业化。况且，美国封锁并不意味整个西方国家的封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就有
瑞典、瑞士、芬兰、丹麦、挪威等多国与我国建交，而英国１９５０年１月６日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７日双方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可见，从现实、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看，“先轻后
重”似乎更加现实可行，更加顺乎自然。

然而，从政治效应与未来视角看，则呈现另一场景。其一，“先轻后重”势必率先夯实及壮大私
有制为主体的自由市场下的经济基础，市场越繁荣，人财物就越流向私有经济，资源自由配置规律
决定了国有经济比重必然降低，削弱公有制基础，必将阻碍、甚至扭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与
架构，弱化党执政基础，将新民主主义推向资本主义轨道；其二，私有制经济基础壮大后，为通畅社
会主义道路，政府就须耗费极大气力限制私有强化国有，但私有经济分散决策、充满活力与高效运
行的特点，会导致尾大不掉，极大挑战政府行政力，加大治理成本；同时，也必将增强资本家的势力
与行动力，推动资产阶级参与实质性执政，工业化道路就可能转向德日模式，由政府与资本家联合
推动工业化进程；其三，鉴于社会主义阵营普遍落后的农轻技术，发展农轻业必推动资本家和商团
靠拢西方企业与财团，国内私有经济与资产阶级必将获得国际资本势力护持而发展壮大。如是，
将对中共执政地位、掌控力、动员全社会资源能力及贯彻党的意志等带来重大挑战与考验。所有
这一切，将极可能导致中国出现一个所谓“铁托式胜利”④，如此，“一边倒”将会因得不到苏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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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利益为尺度，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内外事务。



而塌陷，因为斯大林念兹在兹的就是绝对不会允许身边再出现一个“铁托式胜利”①。
可见，两种战略分歧的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短期与长期的冲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

间的矛盾。选择“一边倒”，就是选择了当时认为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苏联模式。如此，中国发
展就必须符合社会主义规律，服从斯大林意愿，采纳斯大林体制。是故，“先重后轻”作为“一边倒”
立国之策下既定的经济战略，作为中苏同盟的共同承诺，实是板上钉钉的不二选择，是中共执政下
的必然性要求。如此时空背景，再反观“先轻后重”，就似“水中月，镜中花”。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然性安排
从历程看，确立“一边倒”实属不易，这是双方多年沟通，中方付诸一系列行动并作出种种让步的

成果。而寻求苏援发展重工业，又始终是中方谈判的重中之重。在会面磋商阶段，特别是刘少奇访苏
期间，中方主要精力都用于与苏联协调国内政策及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经验，并带回一批专家和
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模式（牛军，１９９５）。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调整、制定一系列政策配合苏援
下的重工业发展，统购统销、贸易垄断、户籍制、“三大改造”等都是为此，故重工业优先发展是无需商
议的既定安排。既如此，刘少奇为何又要提出与之相左的“先轻后重”？朝鲜战争是中苏签约后，在斯
大林支持下由金日成挑起的，中方知晓并被迫出兵②，如何也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由？

首先，“先重后轻”是党内共识，党内一致支持“一边倒”就意味着完全赞同该战略；却并非党外
共识，新民主主义需倾向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人士的支持配合，“先轻后重”也许更符合一些党外
人士的心声。《共同纲领》第３５条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
立国家工业化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生产，以供应人民
日常消费的需要”。此虽谈到重工业为重点，但也同时强调轻工业，重轻分量差异不大；况且此重
工业是服务于轻工业，以供人民日常消费之需，与“先重后轻”之“重”差异甚大。而刘少奇作为“一
边倒”的推手和热衷社会主义改造的旗手③，当然尽知“先重后轻”的内容与实质；作为德日模式明
确的反对者④，当然尽知“先轻后重”的德日模式趋向，却又大谈“先轻后重”，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对于身为协调民主党派的领导⑤，这不过是对党外声音的顺应与安抚，是舒缓民主党派情绪的手段
与方法。是故，看似相争的两种战略之说，意在产生对冲效应，减缓苏援谈判的阻力，反其道而为
之，旨在更顺利地推进“先重后轻”战略落实。

其次，朝鲜战争是条件而非原因。因毛泽东带回首批５０项苏援，就已启动了该战略，此时战
争还未爆发；若非说战争是理由，基于中方被迫放弃攻台而不得不入朝的事实，与其说是朝鲜战
争，不如说解放台湾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尽管如此，朝鲜战争之意义也不可小觑，因为中
方出兵朝鲜是斯大林同意大规模苏援的前提，是决定该战略能否全面落实的关键，自然也是其全
面落实的先决条件；而一旦参战，朝鲜战争又反之成为中方要求苏援并促其落实的筹码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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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评价斯大林说：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
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金日成在访苏后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３日至１６日到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通报经斯大林同意要统一朝鲜，１４日晚
毛泽东得到斯大林电报证实金日成说法。１５日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
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参见：沈志华．中国被迫出兵朝鲜：
决策过程及其原因［Ｊ］．炎黄春秋，２０１５（０２）．

１９４９年在２月３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刘少奇强调：“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
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１．提
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２．向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派来各种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３．为我们提
供资金。”参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Ｊ］．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９（０４）．

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
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
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３９．

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刘少奇就专门拍电报汇报了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新约的态度。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
文稿（第１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０．



事实也的确如此，斯大林爽快慷慨地签订第二批９１项工程，即是明证。对此，陈云曾说：“苏联是
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援助是真心实意的。”（薄一波，１９９７）反之，若中方不入朝，斯大林
则拒绝援助，重工业战略虽启动但终究无法全面落实，就是可想而知的后果。是故，抗美援朝与大
规模苏援是双方的责任，具促进剂与催化剂功效，都是该战略全面落实的前提条件而非原因，并且
前者还是后者的条件。条件不是原因，原因是出发点，条件是落实与实施的保障，以其为因，混淆
了“因缘之别”。

此外，朝鲜战争另一重大意义就是不仅成为此前言谈“先轻后重”领导人转调的契机，更成为
极好的向社会各阶层宣扬“先重后轻”，并着力渲染国防工业紧迫性的良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陈云在
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
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宣称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
争的胜利。① 与５个月前说辞相比，可谓１８０度急转弯。显然，借助朝鲜战争，既可宣扬重工业战
略的重要性，更可强调军工业的迫切性。如此，将重工业优先发展锁定于军工与国防工业的优先
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作为“一边倒”国策下的经济战略，依靠苏援实施“先重后轻”从来就是确定项，一直都是
必然性安排；“先轻后重”则像一个烟雾弹、稳定器，旨在消除战略推进的障碍，时机一旦成熟，“先
轻后重”之声必戛然而止。１９５１年７月５日，刘少奇慷慨激昂的《春藕斋讲话》就可谓截止点，此后
类似言论就未再现（朱佳木，２００４）。肇因１９５１年７月１日，朝鲜交战双方口头同意停战谈判，７月

１０日谈判正式开始。战争形势的缓和使中方因参战而有底气与把握获得大规模苏援，也意味着重
工业战略即将全面落实。是故，众口一词重工业优先正当其时，紧锣密鼓大规模行动适逢其候。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基础工业，并
建立国防工业领导机构（吴明曦，１９９９）。１９５２年初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等６位同志组成的领导
小组编制“一五”计划，并决定编好后征求苏联意见。１９５２年８月周恩来率团访苏，征询对计划的
意见及商谈苏援具体方案，斯大林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必须的技术设备、贷款等
援助，并派专家帮助建设。至此，抗美援朝的意义与功效显露无疑。

可见，无论抛出“先轻后重”之说，还是被迫抗美援朝之举，都旨在顺利落实既定的重工业战
略，斯大林慷慨答应９１项苏援，即是战略全面落实的时间点，“一五”计划就是战略实施计划。至
此，将重工业战略构想、落实与实施三阶段与“一边倒”四阶段相比，有如下特点：第一，重工业战略
构想从“一边倒”酝酿期就开始了，直至中苏签约，横跨前三阶段，难度大；第二，作为“一边倒”既定
内容之一，落实重工业战略也是落实“一边倒”的任务，两个落实阶段基本重叠。从首批５０项苏援
始，至斯大林慷慨允诺９１项，期间中方抗美援朝至为关键，代价大；第三，重工业战略实施之时就
是“一五”计划全面铺开之际，此时“一边倒”已完全确立。此强调战略三阶段之划分，意在表明重
工业优先发展的真正原因在构想阶段，将后两阶段发生之事以为其由，要么混淆“因缘之别”，要么
似嫌“倒果为因”。

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方向与效应

一个基本事实：若无重工业支撑，轻工业无论如何发展，根本上都无法摆脱农业依附。劳动资
料仍是手工工具和畜力，劳动对象扩大取决于农业剩余，故轻工业化无法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
跨越。但发展重工业能提供工业原料，推进农轻业机器化，促其优化升级，因此要实现工业化就必
须发展重工业，工业化道路就是由重工业推动前行的道路。既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工业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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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云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１２－１１６．



个重大利好抉择，《共同纲领》也提到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为何还会有反对之声的顾虑呢？这就
须从战略实施阶段入手，探讨重工业发展方向及“先重后轻”之“重”的本质所在。

（一）重工业发展的方向
从重、轻工业角度分类看：重工业主要生产生产资料，分三类：（１）制造业，如制造农机、化肥和

工业设备等工业；（２）原料工业，提供制造业所需原材料，如金属冶炼、化工原料、钢材等，及提供动
力燃料，如电力、石油等；（３）采掘工业，开采金属、非金属矿及采伐木材等。轻工业则提供生活消
费品和制造手工工具，分两类：一是，以农产品为原料，如食品、纺织等工业；二是，以工业品为原
料，如文教体育、日用金属、手工工具等（杨宏义、金玉贵，１９８６）。显然，重工业生产原料、矿产和生
产资料，处于社会化生产上游，服务于联系消费环节的消费资料生产，为其提供机器与原料，涵盖
基础工业与制造业两大类。其中，后者是关键性枢纽，决定了前者的原料矿产用来制造何种机器；
而此机器是服务于农轻业或军工业，又决定了重工业发展的民用与军用两大方向。新中国成立初
期重工业极端落后，之所以能快速构建工业体系，乃“１５６项工程”所致，前文毛泽东一“挤”，实已道
破重工业军用方向发展的天机，这由“１５６项工程”的内容、布局及制造业构成，即可明证。

（二）“１５６项工程”构建的工业体系
要快速简明了解“１５６项工程”，可从若干关键数入手。首先分三批引进，分别是１９５０年５０

项、１９５３年９１项和１９５４年１５项，俗称“１５６项工程”；其次，实际商谈五次共引进１７４项，最后确定

１５４项，因公布１５６项在先，故仍称“１５６项工程”，最终实施１５０项。其三，首批５０项，除了１项轻
工业，都是重工业；第二批９１项，除两项医药业外，均为重工业，而军工超三分之一。第三批１５项
是１９５４年与赫鲁晓夫商定的，为了完成而补充之前的“１４１项”协议和海军“六·四协定”的援助项
目（张翼鹏，２０２１）。此均为商谈数据，实施时则有差异，见表１：
　　　表１ 实际施工１５０项工程分批建设情况①

类别 项目 总数 第一批 第二批 后三批 备注：

基础工业（７９）

制造业（６８）

其他（３）

共计（１５０）
各批占比

能源工业（５２）

冶金工业（２０）

化学工业（７）
机械加工（２４）
军工业（４４）
轻工（１）
医药（２）

煤矿（２５） ５　 ９　 １１
电力（２５） ８　 ９　 ８
石油（２） ２
钢铁（７） ４　 ３

有色金属（１３） ３　 ７　 ３
化工（７） ２　 ３　 ２
机械（２４） ６　 １６　 ２
军工（４４） ７　 ３３　 ４
造纸（１） １
医药（２） ２

３６　 ８４　 ３０
２４％ ５６％ ２０％

１．称后三批是因第二批后商定三
次：１９５４年１５项、１９５５年１６项与
后来口头商定２项。１７４项中有取
消、合并、拆分多种情况，此表根据
协议生效与开工年份综合所得。
２．第三批抚顺第二制油厂、鞍钢第
三炼钢厂归前期。第三批军工项
目哈尔滨蒸汽透平厂、哈尔滨锅炉
制造 厂、船 用 电 机 制 造 车 间 归
前期。
３．佳木斯造纸厂生产水泥纸袋。

由表１，首批项目具体实施时变动较大，最后只执行３６项，第二批少７项，后三批３３项实施了

３０项。其中１９５４年签订的第三批旨在补充完善，部分项目归于第二批。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不同，
以上数量与实际有出入实属正常，如有学者指出煤炭２５项实际只执行１７项（蒋洪巽、周国华，

１９９５）。但不管如何，“１５６项工程”之核心在第二批是确凿的，故说其项目签订之时，就是重工业战
略全面落实之际；而第二批军工业的独树一帜，无疑凸显了重工业的军用方向。

从实际施工１５０项占比看，基础工业占５２．６％，制造业占４５．４％，都是重工业，唯一轻工业还
是生产水泥纸袋，辅助工程建设，就可见“１５６项工程”之“重”了。超半数基础工业建设的确为构建
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但工业体系性质是重工业方向决定的，这取决于制造业。由制造业构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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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表依据董志凯等与张久春研究综合而成。参见：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１５６项建设研
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参见：张久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工业建设“１５６项工程”研究［Ｊ］．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２００９（０３）．



军工项目占６５％，并且２４项机械工业也多为军工生产而配套建设（申晓勇、武力，２０１６），更显明了
重工业的军用方向。

对于新建工业，薄一波曾回忆：“考虑以下几个因素：（１）就资源……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
生产基地的附近（２）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３）军事上的需要。”因新建民用重工业比重极低，
故机械加工只能服务于军工；基础工业又远离民用重工业集中的沿海，也主要服务于就近建设的军
企。如化工业生产航空油漆、塑料抗菌素、飞机轮胎等；黑色冶金部要预先考虑在冶金厂生产Ｔ－５４
坦克装甲板的能力，建设部、化工部、电站部必须如期完成造船厂和鱼雷生产厂的建筑、卫生设施、交
通和电力部分的设计任务等，均服务于军工（张久春，２００９）。两家医药企业，华北制药主要生产青霉
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太原制药生产的磺胺是二战中广泛使用非常有效的抗感染药，是部队军用药品
中重要一员，足可见军需才是新建工业考虑的重中之重。正如陈云所言：“按照五年计划，国防工业是
很突出的。为了实现发展国防工业计划，很多民用工业就必须跟上，而且跟的很吃力。有些民用工
业，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建立，比如有些特殊钢厂、化工厂等。”①

　　　表２ 实际施工１５０工程地区布局情况

序号 省份 项目 非军 军用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合计

东北三省
５６项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陕西
山西
河南
甘肃
四川
河北
内蒙古
北京
云南
湖南
江西
湖北
安徽
新疆

２４　 ２０　 ４
２２　 ２０　 ２
１０　 １０　 ０
２４　 ７　 １７
１５　 ７　 ８
１０　 ９　 １
８　 ７　 １
６　 ２　 ４
５　 ５　 ０
５　 ３　 ２
４　 １　 ３
４　 ４　 ０
４　 ３　 １
４　 ３　 １
３　 ３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５０　 １０６　 ４４

１.军工４４项：兵器１６、航空１２、电子
１０、船舶４、航天２。其中直接隶属海
空军的有１８项，电子工业主要服务海
空军。兵器工业１６项中有诸多是弹
药、鱼雷等，也主要服务于海空军。如
山西军工８项中６项属于兵器工业，
主要是鱼雷制造，产品包括鱼雷、采油
机、舰艇配件和弹药、推进剂和发射药
等。故发展军工意在优先发展海空军
是显然的。
２.除加强自身的军工建设外，在１９５３
年５月１５日第二批苏援签订后，６月
４日又签订海军“六四协定”②，购买成
品与半成品舰８１艘，飞机１４８架、火
炮１５５门、鱼雷５４２条、水雷１５７６个、
浮水炸弹６００枚及炮弹、通信、雷达等
设备，就足见海空军优先发展的本质
所在了。

由表２看，１５０项主要布局于中西部１７个省，但７０％分布在东北三省及陕西、山西、河南六省，

其中东北三省占３８％。东北本是重工基地，此时又吸纳重工业最多，乃“重上加重”，所谓工业平衡
布局与此并不成立。而之所以有平衡布局之说，在于打造了中西部重工基地。

除去东北后剩下的９４项中，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占４９项；最重要的是，除去东北剩下的３８个
军工项目中，陕西、山西两省就占２５项，表明所谓平衡布局乃因在中西部新建了军工基地，这与沿
海重工业民用方向大相径庭。可见，除强化东北重工基地外，“１５６项工程”重头戏是构建内地军工
重地。如此布局，显然是考虑军需而非民用，更非考量沿海与内地之平衡。民用军用两种不同性
质的重工业布局，其实谈不上平衡而是补充。退一步讲，即便引入民用重工业，理性选择也只能是
强化沿海而非平衡内地，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旨在改善民生的“四三方案”，引进原则之一就是将进口

—８０１—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年　第１０期　

①
②
陈云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３９－２４０．
协定内容如下：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三年内，苏联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成品舰３２艘，包括驱逐舰４艘、中型

潜艇２艘、小型潜艇４艘、鱼雷快艇２２艘；半成品舰４９艘、包括护卫舰４艘、中型潜艇３艘、大型潜艇４艘、基地扫
雷舰４艘、江河扫雷艇１０艘、大型鱼雷快艇２４艘、合计８１艘，２７２３４吨；此外有飞机１４８架、火炮１５５门、鱼雷５４２
条、水雷１５７６个、浮水炸弹６００枚及炮弹、通信、雷达等设备。参见：王亚志，沈志华，李丹慧．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
忆：１９５０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１．



设备大部放在沿海沿江，小部放在内地。是故，把由于新建军工基地，内地重工业必然增加的客观
结果，解读成旨在平衡内地重工业不足，而列为优先发展之因，似嫌“倒果为因”。又如轻工业开工
不足，与人财物大量流入重工业及农轻产品出口抵债密切相关，却被解读成轻工业过剩；至于西方
封锁禁运，实是抗美援朝的必然结果，也列为原因之一，都是异曲同工。

此外，从相关政策出台、机构建立与领导谈话中，也可确证“１５６项工程”旨在构建国防工业体
系。首先，“一五”计划首要任务是以“１５６项工程”为中心进行工业建设，而中心之内核就是国防建
设计划。因为就在周恩来访苏前一月，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报送的国防
建设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要求五年内初步建设国防工业（姬文波，２０１９）；８月又成立国防工
业部，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部（于保中、胡吉勇，１９９５）。可见，８月周恩来访苏携带的五年计划之核
心就是国防建设计划。其次，“一五”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以苏联帮助的１５６项为中心进行建
设，国防工业“一五”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任
务，鉴于制造业几乎都是军工及其关联项目，二者核心内容的高度一致性是无疑的。实际上１９５１
年１０月，当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基础工业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
已挑明：“巩固国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在工业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加强与国防密切关联的重
工业。”①此外，对“１５６项工程”，薄一波曾言：“在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
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什么型号飞机可以攻击到它。”②鲜明体现了军
工建设的要求与特点；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时指出，“无论抗
美援朝战争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建设与军工生产”（姬文波，２０１９），更展现了强化军工的意
志和决心。所谓重工业优先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防工业和与之相配套基础工业的优先发展
（申晓勇，２０１２），此言不虚。是故，“１５６项工程”实质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国防军工体系，而发展海
空军装备则是重中之重。

（三）军工业优先发展的功效
军工是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的工业，包括兵器、航空航天、舰船、电子、核工业等，

产品有枪炮、弹药、坦克、火箭、导弹、军用车辆、飞机、电子装备、被服装具及核武器等③，无疑隶属
于重工业。众所周知，重工业具有资本密度大、生产要素投入多、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短期无
效益等特点，而军工业则更甚。由此，在历经浩劫、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发展的军
用、民用方向之不同，必会对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政府行为及社会发展轨迹带来迥异的功效。

首先，军工业从始至终都是重工业。军事武器装备与一般机械设备虽都是重工业品，但军品
是消费资料，机械设备却是生产资料。军品的重工业品与最终消费品的双重特征，使得军品生产
具有链条短、环节少、单向性特点；而一般机械设备则具有供需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生产资料成
为消费资料生产的供给方，与下游消费品生产构成重轻工业部门间供需循环；另一方面作为需求
方，又与上游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构成重工业内部供需循环，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化大生
产的再循环。不仅如此，军品是纯消费品也是特殊消费品，仅服务于军警、部队等特定消费者，主
要为战争提供物质创造条件，启动消费便是破坏与毁灭；而作为民品则旨在改善生活，促进再生
产、发展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社会化再生产创造条件。是故，军品生产会对社会化大生产再循环
带来阻滞效应，民品生产则反之。

其二，军工大都是资金和技术密集性重工业，使得军品具成本高、价格高、科技含量高的特征，
需资本、土地和科技人才的巨大投入，故对生产要素具高聚集效应。又因军队是军品主要订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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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Ｍ］．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
会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８－１９．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９９．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７．



和消费者，政府与军企关系密切，社会主义国家军企都是国企，使得军品在人财物上对民品都产生
极大挤出效应，即政府投入与支出将挤占私人投资和支出；再加上军工产业关联度极大，必促使诸
多原料矿产等基础工业服务于军工，更对挤出效应推波助澜。

其三，军品需求结构单一，主要服务于军队等武装力量，决定了军品生产计划通常由政府统一
安排部署，也决定了其运行机制必以计划体制为基础：国防工业比重越大，经济运行就越依赖计划
体制；民品需求结构则多样化，决定了民品生产需以市场体制为基础。当重工业服务于农轻业时，
通过激发民品需求的多样化，又反过来促进生产资料多样化需求，为上游民用重工业扩张带来动
力，加速重工业内部循环。反之，军品需求是特定人群、特定用途，且从原料供应、军品生产到需求
都来自政府计划安排，加上军品生产链短、单向性特点，不仅无法激发重工业内部循环，并且投入
多、周期长、军企规模大，“船大难掉头”，对经济资源产生极大沉淀效应。

鉴于重工业发展的军用民用方向，有诸多差异和迥异功效，在探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时，不应模糊二者。事实上，正由于军品、军企、军需诸多的特殊效应，在积贫积弱的新中
国成立初期，若优先发展军工业就必然建立高度集中管理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实施票据制、户籍
制及低工资、低价格、剪刀差、低汇率、低利率等诸多特殊政策。就如朱佳木（２００２）所言：根本上促
使中国共产党作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决定，是因为要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其实“一
五”计划本就两大任务———“一化三改”，通过“三大改造”动员全社会资源，集中人财物完成“１５６项
工程”，即是“一五”计划的真意所在。

（四）结论与小结
“一边倒”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存在隶属关系，选择了前者，就确定了后者；探讨后者，需先

明了前者。要认清其真正原因，只能从“一边倒”确立前的战略构想阶段去寻。因为“一边倒”确立
后，即中苏签约之后，就进入任务落实阶段，意味着该战略已正式开启，此后种种事件当然不是原
因，而是落实条件乃至实施后果。以此为因，要么混淆“因缘之别”，要么似嫌“倒果为因”。至于重
工业诸多裨益驱使之由，除加强国防外，多是将重工业民用方向的“利益之冠”戴在了军用头上；而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使然①则子虚乌有，因为按此规律最快增长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的生产，但苏援大都引进成套设备，增长最快的是制造原材料、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
的消费资料主要是兼具重工业品与消费品特性的军品；况且规律都依自然过程可言，苏援引进是
有计划的人为操作，非规律使然。如此，真正原因就在主观因素与苏联因素中，但前者大都太过宽
泛；后者的苏援是条件而非原因，至于苏联模式、意识形态等是形而上之外因，二者均未切中要点、
展现具体内核，真正的根本原因都是具体内在的，而非泛泛表外的。

具体内因为何？大道至简。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最现实最具体的内因莫过于夺取
政权。“一边倒”正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与保障，此时还谈不上重工业建设，只希望获取现成装
备赢得战争；随着内战胜利形势明朗化，建政目标无虞后，另一具体内因———台湾问题悄然而至。
肇因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之际，从１９４８年底就相继安排各项入台事宜，至１９４９年５月基本完成
所有部署，在台湾立稳脚跟。这对缺少海空军的解放军攻台造成极大困扰，尤其１０月金门战役失
利后，解放台湾就成为十分棘手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正是这个明确而艰巨的重任，成为借助
苏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根本内因，也决定了其本质必是军工业优先发展；又鉴于解放台湾首要就
是建设海空军②，决定了更本质内核是海空军装备优先发展。解放台湾———重工业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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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讲，即是社会扩大再生产必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其中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
快；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其次，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最慢。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０５）．“解放台湾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是建
立现代化海军和空军…；其二……建立攻占台湾的军事基地；其三是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发动跨海峡作战，完成国家
统一。”



军工业优先发展———海空军装备优先发展，即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重工业战略的本质逻辑。

然而，台湾岛仅占６３０００平方公里，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此问题极为重大，对此深入探讨非
本文所能，但一言以蔽之的结论可谓：台湾岛不仅是各方博弈的重大政治筹码，也是全球政治与军
事的极度敏感点；尤其对中方而言，更是涉及至为关键的历史定位、历史继承性、合法性、国家道统
法统及统一大业等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对此，美苏既要打台湾牌，又会极其谨慎，不会轻易越
雷池一步，这其实意味着解放台湾只能靠自己，此由当时各方言行即可明证。首先，当毛泽东访苏
遇挫之时，美国就开始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隋淑英，２００４），拉拢中共离间中苏；在签约提上日
程后三天的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则抛出无意在台湾取得特权、建立军事基地、武力干预及提供
军援等言论，诱导中共；１２日艾奇逊更进一步阐明台湾在美远东防御圈之外，有意让中共占领台
湾，换取中国对苏联采取疏远政策①。其次，正是美国的台湾牌使斯大林态度发生翻转，以至于迫
不及待表现友好姿态，采取一系列对策赢得毛泽东好感。此外，就在中方对是否入朝参战产生分
歧时，斯大林同样也打台湾牌，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
之“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暗示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牛军，１９９５）。其三，至于毛泽东，

自国民党立稳台湾后，心心念念就是解放台湾。刘少奇访苏时的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就在给
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预计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开始攻台，此前必须建立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还试
探性提出请苏联海空军专家及飞行员参加攻台军事行动，希望苏联给予直接军援解放台湾；亲自
访苏时，又明确提出要苏联派志愿空军或秘密部队帮助攻台。在斯大林拒绝海空军直接参战，但
同意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后，就开始大量定货海空军装备：１９５０年共８８００万美元，１９５１年４５００万
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１亿美元。然而，无论顾问或定货均迟迟不到，等到的却是金日成到北京
声称斯大林同意他解放朝鲜南方的军事计划。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美舰进入台湾海
峡，解放台湾只能暂时作罢。

酝酿朝鲜战争，推动中方抗美援朝，可谓斯大林之良苦用心，既稳固了中方“一边倒”，又摆脱了在
攻台问题上同盟协议责任的绑定。虽然斯大林声称同美海空军发生冲突会爆发新世界大战，但双方
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却是不争的事实（沈志华，２００８）。是故，美苏直接冲突不是问题，关键是
在哪里产生冲突。可以说，台湾虽小，却牵动着世界大局，谁掌控了台海局势，谁就掌握了世界大局的
主动权；对中国而言，只有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会真正开启历史新进程，翻开历史新篇章。

最后，综合全文可历史逻辑地展现如下认识：第一，“一边倒”的内因经历了从夺权建政到解放
台湾的转变，后者也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具体内因；第二，借助苏援发展军工，重点建设海空军，

解放台湾是中方最迫切的重任，根本不存在“先轻后重”的可能，“先重后轻”从来就是确定项；第
三，“一边倒”能否实现的决定权在斯大林，意味着依赖苏援的重工业战略的启动、落实时间点都取
决于斯大林。是故，中方必然参与其推动下的朝鲜战争，这是中方领导东亚革命的责任，否则“一
边倒”无法确立，重工业战略即便启动也无法全面落实；第四，正因抗美援朝，斯大林才会慷慨大方
签署９１项工程，全面落实中方的重工业战略；正因朝鲜战争，中方才被迫停止攻台计划，所谓斯大
林发动了此战，回避了彼战。朝鲜战争后斯大林之爽快，也可谓攻台计划搁置后对中方的一种补
偿。又鉴于美苏不会在台海直接冲突，自主解放台湾就成为中方最现实和最重大的政治任务，至
今都是如此；第五，重工业的军用方向表明了军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质。鉴于军工业诸多特殊
效应，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一化”就必然“三改”，二者乃“一体两翼”。由此，通过行政力
推动“三改”，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②，就似顺理成章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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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Ｊ］．党的文献，２００８（０４）．以下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此文。
此１９５２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

［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５０４．



大批军企建成投产后，为让军工体系实现产能最大化，“大炼钢铁”也即顺势而为了。
总之，“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立国之策，重工业优先发展

则是其下既定的经济战略，是推进社会全面深刻变革的动力源，撬动传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变。是故，从“一边倒”出发审视重工业优先发展，就易理解其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以及当时
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与引发的社会变革，有利于准确认知现代史的发端。

五、重工业优先战略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历程的经验总结，对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
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启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选择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发展路径
每个不同历史阶段，都面临着不同历史环境，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遵循生产力发展

规律，以所处的生产力状况为先决条件，选择促进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才能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
产力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生产力非常落后，又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之中，选择“一
边倒”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符合唯物史观原理的，尽管本文没有对此做更多论述。很难想
象，如果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构建起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样，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重工业基础，我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
如此惊人的成绩。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一方面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已很高，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
决定性胜利，我国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另一方面，我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和经济
逆全球化的双重冲击，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关口，需要汲取重工业发展战略确立中
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的战略调整，选择适合的
生产方式的发展路径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立过程可以看出，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一心一意发展社会主

义事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永恒的旋律，闭关锁国从来就不是我国的主导思想，不利用国内的资源
优势也很难长期发展。很难想象，没有苏联的项目和资金支持，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没有“一边
倒”的战略安排，我国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构建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工
业体系。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我国生产力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
化，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需要按照我国生
产力发展水平，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为基础，提
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附加值，这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中。

（三）坚持独立自主思想，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众所周知，独立自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指导我国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我国放弃了独
立自主的思想。相反，在与苏联交恶之前的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泽东就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
援为辅”的基本国策，也正因为如此，在“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前还有“独立的”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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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细可参考：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Ｊ］．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０３）：５－１３．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面对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后期一样的技术封锁，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思想，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自主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面加强对科
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突破“卡脖子”瓶颈，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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